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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
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　 君

　 　 ［摘要］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 历史上各民

族人民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流动迁徙，在一些地方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共生

的多民族聚居区。 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
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

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 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

人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实现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
同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民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文化与中

华文化的合拍共振，从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 本文通过考察各民族日常生活实

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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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历史演

进、现实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精神认知、心理意识

和价值认同，［１］ 是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通过日

常生活的重复性和自发性活动，参与到不同层

次社会群体如家庭、伙伴、邻里、家族、村落、社
区、种族、民族、宗教、经济、文化、政治等共同体

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婚丧嫁

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建立起跨民族的相

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在彼此的互动交融中

凝聚共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生活实

践和生命实践，体现在人的感性活动和对象性

活动中，包括人的生存性、互动性和创造性，形
成关系的互构性。［２］ 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互

动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记忆，是理

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３］

学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多从

理论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相关政策精神解读入

手，从日常生活实践这一微观视角考察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并不多，［４］ 笔者

曾从微观日常生活实践角度，考察都市空间场

域里藏族群众就医实践中各民族交融互嵌的具

体情境与特点，提出建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交

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建立起相互依存与情感

依恋关系的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基本路径之一。［５］ 也有学者从村落社区视

角考察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民族团结交融，比如

宗喀·漾正冈布和王振杰对青海民和县杏儿藏

族乡获得“民族团结模范集体”的过程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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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呈现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和谐共居共

生社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建构“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的相互交融的文化体系；［６］ 切排和德

吉草对甘肃合作南木娄村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村”过程中形成“生活共同体”以及政策支

持体现“国家在场”的研究。［７］ 翟淑平从一个村

落里个人生命史、家族迁移史、村落变迁史角度

考察村落共同历史记忆形成、促进地域认同和

身份认同的历程，呈现村落多重文化关系以及

从社区角度理解“多元一体格局”；［８］ 范丽珠等

人提出“中华广土众民共享的伦理价值、历史叙

述与嵌入社会事实中的文化共同性彼此叠加，
在时空坐标中形成了‘自在’的、多元一体的民

族实体。” ［９］ 王延中对“从‘多元一体’到共同

体”的阐述，［１０］ 罗彩娟对传统村落里互嵌关系

即从家族、地域认同到 “命运共同体” 的论

述，［１１］都强调从个体、村落社区群体的微观视角

考察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和价值。 有鉴于此，本
文基于 ２０ 多年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考察，以
及近期对极具多民族共居互嵌典型特征的四川

省松潘县的深入调研，从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

中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日常生活交往促进互动交融

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

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 日常生活本质上是一个

主体间共享的交往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我既影

响着他人，也接受着他人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

会以相同的经验方式生活在这个共同的世界，
实现着彼此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不同民族间的

日常接触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即围绕衣食住

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言谈交际等生活琐事

和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经营管理、公共

事务以及科学、哲学、艺术等精神和知识生产为

主要活动内容的生活领域。 日常生活是人生活

的最基本领域，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

领域，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

最基本的活动。 “日常生活”不仅涵盖着与人们

生存息息相关的所有领域，而且涉及了人们每

时每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
民族间交往行为发生在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计等众多领域，居住、学习、工作等是族

际相互接触的条件。 日常交往是“社会劳动分

工中，一个位置的占有者同另一个位置的占有

者之间的交往互动”，［１２］ 也可以理解为“衣食住

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领域中主体间的交往

活动。 个体在家庭和天然共同体等相对固定和

封闭的空间中所进行的具有自在、自发、非理

性、自然性色彩的交往活动” ［１３］。 总体上，日常

交往可以理解为“人们在血缘家庭、天然共同体

范围内围绕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
尚往来等事项，遵照传统习俗、凭借天然情感进

行和展开的相互作用、相互接触、相互沟通以及

相互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１４］。 该描述对日

常交往的具体范围、内容组成、交往过程中的影

响因素以及交往主体间的交往形式都进行了清

晰限定，有助于从更为微观和具体的方面来理

解和把握日常交往的意义。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族群间的日常

接触是促进相互影响程度的有效路径。［１５］［１６］ 法

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１９２５—１９８６）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关日

常生活实践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日常生

活实践的场域去分析和建构理论的研究视角。
也就是说若想洞察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过程，
非得进入日常生活场域去探查不可。 在日常生

活中，交往实践往往是个体以个人名义或身份

角色展开。 个体一段时间的交往实践会固化并

呈现出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文化与社会

结构又反过来影响个体的交往实践。 马克思的

实践观强调人的交往实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不断地发展和生成着，人的本质就是其在交往

实践中日益拓展的动态交往关系的总和。
基于实践的社会交往具有塑造和创造社会

关系的作用，人类社群的交往从差异到共识，源
于每个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态度的选

择。 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

领域渗透和支配，即各民族个体在日常交往实

践中的高质量接触，会促进民族间的信任和团

结。 因为个体的日常交往会成为左右家庭、团
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

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会被引入更大范围

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从而形成跨民族友谊、凝聚

共识、建立相互依存和情感依恋关系。
日常生活实践可以理解为乡土社会人们的

基本生活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普通

民众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也即人们衣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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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村

民个体之间的互帮互助推动了“生活共同体”的
实现，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邻里相亲、礼尚往来

建立起“情谊”，情谊的双向互渗形成村落命运

共同体。 在与邻里“他者” “他族”互动中，构成

基于亲情血缘、基于相同居住地地缘、基于宗教

信仰的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共同体。 这些共

同体的形成，既基于历史因素，又是在日常生活

中逐渐建构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相互交

融的文化观念及实践。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
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在长期历史过

程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

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

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普通民众是民族共同

体的利害攸关者，更是参与者、建构者、传承者

与守护者。 透过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日常，
可以真正理解各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着怎

样的交往实践，这些交往实践又是如何使彼此

间的关系进一步走向深入。［１７］

二、交融互动中形成多民族互嵌共居

多民族互嵌共居，一般是上千年来的古代

人群流动变迁的结果，比如今天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松潘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松潘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部分，四川省西北

部、阿坝州东北部、川甘青三省交界处，自古就

是四川通往西北的重要门户，是藏羌彝民族走

廊连接西北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重要桥梁，
是藏羌彝民族走廊（唐蕃联姻走廊）、丝绸之路

岷山道、茶马古道西路茶道的重要节点，也是历

代军事重镇，备受历代朝廷重视。 松潘县域

８３４１ 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 ２１ 个民族，７. ３ 万人

口（２０２０ 年末），其中藏族占 ４４. ８８％、汉族占

２８. ５２％、羌族占 １１. １８％、回族占 １５. ２８％；其他

民族占 ０. １４％。 分属在县境内 ７ 个镇 １０ 个乡、
１１０ 个行政村 １２ 个社区。 人口分布特征是东南

密，西北稀，河谷密，高山稀。 民族之间通婚频

繁，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７１％，多民族家庭占比

达 ６０％以上。
松潘县作为因历史上商贸和战争而自在形

成的、以藏羌回汉四个民族为主体的、文化上兼收

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共居互

嵌的多民族混居区，呈现出民族多样、宗教多元、
宗教形态多样与和谐共存的多民族共居互嵌的

典型特征。 民国《松潘县志》记载松潘仅汉族寺

庙就有 １１５ 座。 现有政府开放宗教场所 ３１ 座，教
职人员 １０５１ 人。 其中道观 １ 座（黄龙寺）、清真寺

１１ 座（教职人员 １３２ 名）、藏传佛教寺庙 １９ 座，当
地称为“一总寺，内五大寺，外十三小寺”，松潘是

苯教信仰集中区域，有苯教寺庙 １３ 座，藏传佛教

尼玛派、格鲁派和萨迦派寺庙 ６ 座。
松潘县境内的藏族主要来源于唐朝时期与

吐蕃争战的西藏西部阿里一带军队的后裔。 公

元七世纪，位于今西藏自治区的吐蕃王朝崛起，
不断向东进取，与唐朝军队在今天阿坝州松潘

一带交战，并不断从西藏阿里一带征兵驻守松

潘。 后来唐蕃会盟，并划清界限，立碑歃血盟

誓，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其驻边军队，则定居

于松潘，与当地人融合发展，演变为今日之松潘

藏族。 松潘境内回族也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步沉

淀，并且与周围其他民族互通相融，形成今日之

回族。 由于生态差异带来人群生计不同，西北

回民从甘肃青海一带进入茶马互市的集散地松

潘从事贸易，并形成了草地帮、鞑子帮等“回回

商队”。 明朝时期还有部分波斯人到松潘筑城

防卫，后定居松潘，并修建了清真寺。 乾隆时

期，两次大小金川之役及其战后的屯垦措施，陕
西渭南、三原等地的回兵、商人及难民迁入并定

居松潘。 随着贸易的发展与繁荣，陕西、青海、
陇东、云南、四川等地的回族进入到松潘地区，
成为举足轻重的商业力量。 逃避战乱、教派纷

争等也是推动回族前往松潘地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在清嘉庆之后，西北动荡的局势使不少

回族纷纷逃到松潘地区并定居下来。 清道咸

间，“松潘回族二千余户”，清咸丰六年 （公元

１８５６ 年），杜文秀云南回民起义失败，部分回民

沿着岷江逃到汶川、茂县等地。 同治年间（公元

１８７３ 年），杜文秀家眷在马家的护送下，沿着藏

彝走廊通道逃到松潘岷江乡，隐姓埋名为朱，为
了保护主人家的安全，部下马老五和马正图则

定居于松潘县城。 可见，松潘回族也是不同地

方陆续迁入汇聚形成。
明末清初经历三次大的移民，大量汉民迁

居松潘，或从事金银器、制铁等手工艺，或开挖

金矿，或移民屯垦，顺着岷江上行，再沿汶川、茂
县进松潘沿途的镇平关、岷江乡一带留居，形成

了众多以汉族为主、同时兼有藏族、回族共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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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 在松潘到九寨沟路经的漳腊社区，历史

上处商贸大道上，有回族在这里经商；同时因当

地产金，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到此开采金矿，聚居

成以汉族为主体、同时也有回族共居的社区。
现在分为漳腊第一村、漳腊第二村、漳腊第三

村；在漳腊三村还形成了一个街区，街区上有回

族清真寺。 现在街区的主要商贸活动移到松潘

至九寨沟公路沿线的大道两旁，与川主寺镇连

接成一个商贸片区。
松潘县境内有多个村落因历史上人口迁

徙、不同民族之间通婚而融合的情况。 其中川

主寺镇上磨村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上磨村在近

几年九寨沟环线旅游开发中被打造为典型的藏

族特色村落，实际上上磨村原本是个以汉族为

主体民族的村落。 上磨是指“上游有水磨的地

方”，是附近漳腊等地人对处于岷江上游有水磨

地方的称呼。 历史上漳腊的一部分汉族迁到水

源上游建水磨为当地藏族提供磨青稞服务，后
来逐渐与周围藏族通婚，也吸纳了一部分迁居

藏族，形成今天的上磨村。 上磨村民回忆他们

的祖辈都是汉族，后来汉族人家多数通过婚嫁

的姻亲关系和拟制的亲属关系，转换为藏族身

份，村中很多人甚至不会说汉语，１９３０ 年代时，
村里有 １５ 户人家，其中 １２ 户是汉族，３ 户是藏

族。 ２０１１ 年时有 ８０ 多户，其中藏族增加到 ５４
户，汉族只有 １６ 户，另外有回族 １１ 户；一位祖上

来自陕西的 ９０ 多岁的老人，已经不会说汉话，
完全藏化了。［１８］ 如今上磨村被作为藏族典型村

寨进行旅游打造。 不过至今上磨藏寨藏族风俗

习惯中仍然保留有不少汉族的祖先崇拜、土葬、
立墓碑、清明节上香烧纸等习俗。 与上磨村一

样，川主寺镇历史上也是汉族居住的地方，直到

今天当地人还把去川主寺镇称为“嘉仓阁”，意
思是“去汉族的地方。”上磨村和川主寺镇的例

子说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间的迁

徙、杂居、通婚等形式的交往交流，一个民族的

一部分人融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十分常见。
“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

构” ［１７］。 不同温度和湿度的多样生态环境对应

着不同的生计模式，也形成了兼具民族身份与

文化传统特色的社会分工。 藏族主要从事畜牧

业，回族经商，汉族务农，建立起共生互补的关

系。 松潘多民族聚居区就是这样形成的，各民

族空间上互嵌，生产生活中交往互动，共生互

补，共融相依。 松潘古城内历史上主要居住着

回族和汉族，汉族住城南，回族居城北，由南桥

（现在称为古松桥）连接，以南为南街，以北为北

街。 民间俗语“北街的银子，中街的狗，南街的

挑子叫昂昂！”描述古城内南街和北街生计与生

意状况的不同，即北街回族善于经商，各类大型

商号遍布，比较富裕；中街是宰杀牛羊做普通生

意的区域，牛羊的下水用来喂狗，所以中街狗很

多；南街多挑夫走贩，做小买卖随时叫喊兜揽生

意。 过去有“猪肉不上桥”的说法，即南桥以南

是汉族，以北是回族，回族忌食猪肉。 在南桥以

南汉族居住区可以喂猪、买卖猪肉，但是猪肉不

能上南桥，就是不能把猪肉拿到回族居住的区

域。 历史形成的格局在目前松潘的古城内依然

大致保留着：古城内，城北、城东，即现在的中江

社区、岷山社区和真武社区以回族为主；南街以

汉族为主。 在古城修护改造和应对旅游发展

中，对古城空间布局进行了调整，但整体的民族

居住格局还是“大杂居小聚居”。 城中心传统回

族街区即中江社区一组作为古城主要商贸街

区，开放为汉藏羌等其他民族融合居住或经商

的区域。 因古城修护改造搬迁形成的金坑坝社

区，居住格局是按照抓阄方式自然形成多民族

互嵌共居。
长期的共居互动，彼此相互吸收与借鉴，无

论从房屋建筑样式还是外观装饰，松潘汉族与

回族的房屋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唯松潘古城内

如此，其他的社区如岷江乡岷江村、川主寺镇漳

腊社区都是如此。
松潘县历史上形成藏汉回羌等多民族交错

共居，每个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信仰。 松潘境

内同时并存着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
苯教和羌族原始崇拜。 道教是在隋朝文帝开皇

三年（５８３ 年）传入松潘，经过隋唐、明清、民国

时期，道观庙宇遍布松潘古城和岷江、涪江两江

流域的关口、城堡、军屯、驿站。 著名的庙宇有

黄龙寺、赤松观、玉真宫、东岳庙、城隍庙、玉皇

庙、巧圣宫（鲁班庙）、真武宫。 佛教在南北朝时

传入松潘，唐时建有大悲寺，明清兴盛时大悲寺

成为松州八景之一。 伊斯兰教随唐代军队调

动、移民屯垦、茶马互市、蜀锦市马，以及中亚、
西域、波斯、大食、回纥、粟特人的进入并定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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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在松潘古城东郊修

建清真东山寺；明清时期大量陕西渭南、江南金

陵、凤阳、徐州等地回族定居松潘，先后在松州

城里建有清真上寺、下寺、北寺以及纪念伊斯兰

教先贤的陵园，并陆续在岷江、涪江两江河谷回

族聚居的重要关口修建清真寺。 藏传佛教是由

明朝永乐后期宗喀巴弟子及清初时的高僧传

入。 松潘境内有格鲁派、尼玛派和萨迦派寺庙；
松潘是最大的苯教汇聚地，雍仲苯教在松潘影

响较大，有苯教著名的圣山夏旭冬日（又名东方

海螺山、雪宝顶）、相夏墩（意为北方鹰的归宿

地，俗称北地小西天）；著名的苯教寺庙有郎衣

色贡巴（对河寺）、尕米寺、林波寺、元坝子寺、山
巴寺等。 居住在县境内南部的羌族崇尚万物有

灵。 直到今天，在松潘古城城西有城隍庙、观音

寺，城北有清真寺，城南有藏传佛教寺庙，城外

有苯教寺庙与羌族碉楼。
在藏羌彝走廊地带，有很多这样的多民族

交错共居的村落社区，如现在被塑造为羌族典

型旅游村寨的汶川萝卜寨，理县蒲溪村、桃坪羌

寨、上孟、下孟、李子屯等村寨，马尔康市卓克基

镇西索村、松岗镇直波村、松岗村等。 这些多民

族互嵌共居的格局多因历史上的军事战争形

成，同时因商贸与生计互补而加深。
清朝乾隆年间，在今天的阿坝州藏族羌族

自治州金川、小金一带，发生了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为皇帝平息地方土司之争，前后两次派四

员朝廷命官，历时七年，征讨镇压，兵源来自内

地陕西、山西、甘肃、四川等地，同时征调了大小

金川附近的土司兵力。 大小金川之役后，改土

归流，设屯治理。 在今天金川、小金、理县等地

分别设军屯、民屯和“番屯”。 军屯是外地征调

的兵就地转为民，民屯是从四川其他县市征派

汉人到这些地方屯垦。 今天的金川县境内很多

村落社区都是军屯或民屯后裔，保留有完整的

族谱或家谱。
另在今天理县一带，设置“番屯”，由当地土

司头人任改土归流后的管理人，即屯守备之职。
当时设有五个“番屯”，又称杂谷五屯，合计约

３０００ 户，其中杂谷脑屯所管番民 ７５０ 户，甘堡寨

屯 ６５０ 户，上孟屯 ５３０ 户，下孟屯 ５７０ 户，九子寨

屯 ５００ 户。 民族识别时九子屯的居民被识别为

羌族，其余四屯识别为藏族，归为嘉绒藏族。 从

九子屯发展而来的今天理县薛城镇水塘村，作
为典型的羌族村寨，保留有 ７ 处坟园，５０ 多块

碑，其中有 １７ 块碑序或墓志铭是用汉文书写，
不过虽然是用汉字书写，但有些却是当地羌语

或藏语的音译，不是汉文系统下的字义结合。［１９］

马尔康市卓克基西索村、松岗镇直波村和

松岗村又是另一种多民族共居互嵌村落形成类

型。 这些村寨位于中国西南地区汉藏结合地

带，在文化地理学上属于嘉绒藏区，村民大多是

在乾隆至民国时期陆续从内地不同地方迁入

的，围绕土司官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汉人聚落。
如卓克基西索村在民主改革前共有 ２０ 户人家，
其中 １４ 户是当地藏族，６ 户是汉人移民，主要是

供给卓克基土司日常生活和当地人生产所需的

匠人，如金银匠、铁匠等。 最后两任卓克基土司

喜欢汉人的衣着打扮以及汉人的知识。 此外，
还有 ２０ 来户是从土司辖下的其他村寨前来当

差的百姓或头人，另有从其他地方来念经的藏

传佛教喇嘛，居住在村庙西南方，被当地人称为

“半边街”，至今仍有 ８ 户人家居住。 １９９０ 年代

西索村已经从原本只有 ２０ 户的定居人口增加

到 ７０ 多户的定居人口。［２０］ 现有两个村民小组，
１０７ 户 ３４９ 人。 有村庙、共同祭拜山神处和坟地

等。 每年请喇嘛们到庙里念一次经（也就是办

一次法会），由村民共同负担所需费用以及各项

物品。 同样形成的村落还有马尔康市松岗镇直

波村、松岗村等。 松岗村原被当地人称为“松岗

甘洽巴”（意思是松岗街上的人），之后又变为现

在的行政村；９０ 多户村民大多至今仍保留汉姓，
保留家谱、祭祀祖先，既信奉藏传佛教，又供奉

流传下来的川主菩萨，并在衣食住行方面与周

边藏族各有不同，但又不影响他们之间在婚姻、
贸易、生产等方面的交往。 尽管与周边村落在

生活和文化方面存在差异，但都被归为“嘉绒藏

族”。［８］二十个世纪 ９０ 年代初，我们到该村调研

时，正值松岗村的川主菩萨寺庙落成，村民穿着

传统服装（外在装饰看上去与当地藏装无异，但
衣服上盘扣的使用则显示是典型的汉式传统服

装），在新落成的川主庙前用松柏枝等桑烟，与
我们交流用汉语，且非常清楚地介绍自己是汉

族。 目前在发展民族旅游中，这里被打造塑造

为典型藏族村寨，汉族风俗习惯与信仰等只在

生活层面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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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在云、贵、川、青、甘等西南和西北各

地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

是一个藏、土、汉族和谐共生、多元文化并存的

多民族聚居互嵌社区。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全乡有

９２５ 户 ４５３６ 人，其中藏族 ３０８９ 人，土族 ８９７ 人，
汉族 ５５０ 人。 杏儿乡位于甘青交界处的两山谷

中，藏语称其为才旦隆哇，“隆哇”为藏语“沟”之
意，“才旦”则源自沟中心的才旦寺，汉语中通称

这里为杏儿沟。 历史上也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

古道的必经之地、“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青海东部地区包括杏儿乡在内是讲藏缅语的古

羌人居地，宋代时是唃厮啰吐蕃政权的中心地

带。 元明清时先后设有州、卫、所。 新中国成立

初设为兴文乡，１９８４ 年改称杏儿藏族乡，是民和

县唯一的民族乡。 全乡总面积 ６５．４ 平方公里，
下辖 ７ 个自然村 ３２ 个社（庄） ，其中胜利村和峨

哇村居民均为藏族，大庄村、日扎村和卡洒哇村

为藏、土、汉族交错聚居，协拉村为藏族和土族

互嵌村落，乱石头村则是汉族和土族杂居村落。
当地藏族是由历史上唃厮啰后裔与吐谷浑人、
蒙古人、氐人、汉人混合而成；土族可能是从官

亭一带迁来，属管辖杏儿乡东伯府李土司的后

裔。 在明末清初，由于其长期和汉族交往交流

并且族际通婚，其后代逐渐融合为汉族。［６］

甘肃省合作市那吾镇南木娄村也是一个

藏、汉、回族多元文化共存、生活习俗相融的多

民族聚居互嵌社区。 南木娄村有 １３ 个村民小

组（自然村），共 ３２９ 户，１９２０ 人，其中藏族 １６７０
人，占总人口的 ８７％；汉族 １９２ 人，占总人口的

１０％；回族 ５８ 人，占总人口的 ３％。 “南木娄”一
名由藏文音译而来，该村历史上属于黑错（今合

作境内）四部翼，而黑错四部翼下辖 １４ 个加参

（百户），每个加参 １００ 户，有头人（百户长）两

个，其中南木娄百户属于知合么部落下属的四

个百户之一。 南木娄村位于合作市区南郊，分
居国道 ２１３ 线和省道 ３０６ 线两侧，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属半农半牧区。 据相关文献记载

和实地调查，南木娄村的藏族由两部分组成：一
是从今西藏等地迁徙而来的吐蕃后裔；二是受

到吐蕃影响而逐渐转化为藏族的古代羌人、党
项人和鲜卑人等。 而汉族在历史上的汉、宋、明
各朝就在甘南地区活动，后种种原因迁离。 明

末清初，又因政府数次西征并实行屯田戍边政

策，不少汉族进入甘南。 清朝中叶，西北各地回

族起义不断，汉族逃往相对稳定且处交通要津

的黑错、卡加、美武等地。 １９２８ 年“河州事变”使
大量河州西乡的汉族逃到今合作地区；直到解

放前夕，因战乱或迫于生计从附近区域及临夏

一带不断有汉族逃避至此。 南木娄村的回族大

部分是 １９６０ 年代末从临夏地区迁徙而来，或由

今那吾镇附近的八一街居民区迁徙而来，在

１９８０ 末又先后迁离，只有一小部分回族群众留

了下来。［７］

三、共居日常实践中塑造地方共同体

历史上不同民族互嵌共居社区村落形成

后，一般会经历两种不同层次的认同塑造。 第

一个层次是居住地共同体内部的认同与合力塑

造，即来自不同地方的迁移民族在新地方通过

公共空间塑造和建立拟亲关系，实现内部的认

同与合力塑造，以在新环境中生存下来并有精

神文化的支撑；另一个层次是地方原居民族通

过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

地文化与中华文化合拍共振的追求。
（一）公共空间塑造：地方认同与融合

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居互嵌村落社区的凝

聚力塑造一般通过营造公共空间和仪式时空，
形成认同合力。 比如西南民族地区有汉族的地

方都有川主庙、观音阁或关公庙；回族生活的地

方都建会有清真寺。 这些川主庙或清真寺的建

立让移民从个人、家庭到整个群体都有了一个

稳定的中心，在年度周期和仪式活动的重复性

实践中不断强化身份认同。 在定期的“公祭”或
宗教仪式活动中凝聚共同体意识，公共墓地也

具有同样的作用。 比如在藏族人口占多数的地

方，外来的汉人会对藏族人信仰的神山进行自

己的意义阐释，纳入原本熟悉的神灵谱系，视为

土地公、土地菩萨，将“陌生空间”转化为熟悉的

“神圣资源”，把自身群体与所居地土之间建立

起联系。 在异地公共空间里通过传统节日如春

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节日，有些地

方还借藏族的节日举行不同层次的仪式活动，
将原本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２０２２
年我们在松潘调研时刚好遇到松潘县汉族老人

在松潘古城西南角观音阁聚会。 这些老人来自

松潘不同的乡镇社区，有的来自岷江上游的漳



２０２３ ／ ０３　 总第 ８９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

十

四

卷

１７　　　

腊，有的来自岷江下游的镇江关、岷江乡，也有

松潘城里的汉族。 老人们年龄相仿，多在 ７０ 岁

左右，经常会聚到一起。 当天并非年节，也不是

农历或藏历特殊日子，而是因为天气好，很久没

有聚会，他们电话相约到一起，拉琴、唱小曲。
老人们拉的是三弦琴，唱的是陕西等北方风味

的花儿小调，同行的羌族年轻女性也不自觉地

跟着哼唱，说是小时候就很熟悉这些歌曲。
这些情景说明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以

公共空间的营造和仪式活动促成凝聚与统一，
同时也很好地与当地不同民族达成了融合。

共同神圣空间的营造也是不同民族达成彼

此相互渗透与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以松

潘为例，当地呈现出汉族佛道之间、藏族苯教与

藏传佛教之间等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的渗透现

象，如松潘的伊斯兰教就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

色彩。 松潘古城里观音阁是唐代为了筹边而建

的军事防御建筑，高七层，被称为七层楼，后来

演变为汉族宗教祭祀场所，被称为观音阁，现存

建筑由主殿、厢房、山门、生活用房、钟亭组成。
庙内常年有信徒来此觐拜，烟火不断。 因其是

松潘地区汉传佛教宗教活动的实物，而被定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平时由一位似道又似僧、
说着一口流利藏语的汉族老人驻寺看护。 另外

一个典型例子是松潘岷江村境内的龙安堂寺。
龙安堂寺，藏语称为圣地夺嘛呢寺，因寺内供奉

有送子观音和药王，被松潘县境内岷江下游沿

线汉族认为是特别灵验的汉族寺庙；同时寺庙

旁边一块巨石上显现许多天然自生的六字真言

经和文字，又被称为夺嘛呢寺。 当地史料记载，
龙安堂寺是唐代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由宁玛

大师白若杂纳首次开启此圣地并予以加持，清
朝末年，由藏汉信众自发在此地建造成寺庙。
后因战乱被毁，民国时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大姓

四十八寨土司牵头重建，“文化大革命”时期再

次被毁，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再次由当地各族信众

集资重建。 据文献记载龙安堂寺原是藏传佛教

宁玛派寺院，历史上很多高僧在此修行。 现寺

院大殿正中塑有千手观音像，大殿环廊则供奉

药王神和观音像，明显有汉地佛像特征，因庙里

的送子观音娘娘被认为是最有灵验力而香火旺

盛。 寺院大殿外和夺嘛呢前面有藏族敬奉的桑

烟台和汉族、羌族敬献的烧香台。 龙安堂寺成

为当地汉藏羌等民族共同供奉的寺院。
世界自然遗产黄龙风景区内的黄龙寺更是

多民族宗教共存相互渗透和融合生成的典型。
黄龙真人是黄龙寺的奉祀主神，也是黄龙沟寺

庙建筑群的核心，通常被看作是一尊地方道教

神，而实际上则是汉藏羌等多民族千百年来共

处一地不断融合的结果。 共居一地的各个民族

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处境，需要一处可以寄托或

承载当地民众精神需求的形象和空间，所以一

个具有道教色彩的形象和名号———“黄龙真

人”，就在多民族、多宗教多元层叠融合后创造

出来。 黄龙寺汇聚了松潘本地民众宗教信仰需

求，每年农历六月，远近的各族群众都向着雪宝

顶以及黄龙沟汇聚，使得黄龙寺很早就成为各

民族共同尊奉的宗教圣地，成为松潘及川甘等

地各族民众共同朝圣祈祷的道场。
（二）拟亲关系建立：基于生产与生活互助

村落共同体

通过拟亲属关系的建立来加强成员间的凝

聚力。 结拜兄弟会、姐妹会，并达成一种神圣化

的拟血缘关系。 岷江流域的藏羌汉等民族民间

都有“打老庚”习俗，也即人类学研究中所称的

年龄组织，同性别、年龄相近的人组成非亲属群

体，起着凝聚超越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作用。
上面松潘汉族老人在观音阁的聚会，有些参与

者就是因为彼此有着老庚关系。 不同的地方对

这种拟亲关系有不同的称呼，但所起的社会作

用基本一致。 如松潘县的热务沟大部分地区有

“Ｌｕ－Ｄａ”的称呼，当地藏语方言中，“Ｌｕ－Ｄａ”一
词有两层含意，本意指“那些人”或“人们”，即年

龄相仿结成群体的那批人，又特指男性年龄组

织。 女性年龄组织通常称为“Ｌｏｕ－Ｓａ”。 也有村

落称男性年龄组织为“Ｎｉａ－ｚｕｏ”，女性年龄组织

为“Ｍａ－ｚｉ”。 拟亲组织成员在生产上帮工互助，
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聚合群力实现单独个

体无法完成的生产需要，从而起到调剂生产资

源的重要作用。 在生活层面则有难分担，成员

有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彼此有义务帮忙。 平时

组织聚会共同娱乐或念经等宗教活动，以在集

体中寻求一种心理慰藉。 年龄组织以各种形式

为村民提供良好的互动空间，增进群体成员之

间的感情，也为调剂村民单调、贫乏的生活提供

了一种途径，对于疏导彼此关系、维系和稳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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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社会的正常运转有着重要作用。［２１］

合族是另一种建立拟亲关系的形式。 尤其

在藏羌彝走廊地区，不同姓氏、不同宗族（也即

不同族房）之间采取合并的方式形成更大的社

会组织团体。 一些族房户数少或其他原因，与
其他族房合并，合族后互称家门，不仅仅是一个

祖宗来源，也是建立一种生产生活中的义务关

系，虽然不同宗不同姓，但合为一族后则承担着

合族内成员互助的责任，在彼此族房内成员婚

丧嫁娶重要礼仪上，起着主要的劳力和人力支

撑帮助关系。 合族通常是其中一方向另一方提

出邀约，一方的家族代表带着烟酒茶等礼物，到
对方族房中的长辈家中，邀请该房中所有家户，
通常是一户派一个代表参加，向对方族房中长

者说明合族的原因，对方族房各户没有异议就

算合族成功，双方合成为一个家门。 合族后，祖
宗的祭拜、土地与火坟都仍然保留“各是各的”，
只有在家门上办事（通常是婚丧嫁娶和建房、大
型劳作）需要时才会合在一起共同应对。 合族

的双方原本不是同宗同祖的关系，彼此之间可

以通婚。［１９］

拟亲与合族都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结成的

互惠群体。 共居在同一场域中的不同人群，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形成互帮互

助的义务与责任，建构起特定的命运共同体理

念，通过日常生活的“帮工”“上礼（礼物交换）”
“族际通婚”“语言交互学习”等方式呈现。 笔者

在藏羌彝走廊地区调研多年，多次参加当地人

由家门合族参与帮忙举办的婚礼。 不同的村寨

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类似，一般是合族家户出

人出力，分工负责婚礼之家的三到五天的婚礼

各项事务，还需在家帮忙接待婚礼之家的宾客。
四、 多民族区域地方文化重构与中华教化

（一）地方文化重构：跨族群的利益共同体

塑造

多民族聚居区是历史上民族间日常生活互

动中形成的。 不同民族间语言互通，多文化共

生共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 历史上也曾

因资源利益、文化差异和风俗习惯等不同，彼此

间产生过一些误会和摩擦，但随着各民族在日

常生活中深入频繁地交往交流，不断地在文化

交融中进行“文化重构”，创造共居、共存、共学、

共享、共建的社会文化条件，达到彼此尊重、理
解和信任。

作为文化连接地带的藏羌彝走廊区域内不

同民族“文化重构”特点更为鲜明，如松潘县有

四个主体民族，各自代表的文化即藏族文化、汉
文化、伊斯兰文化、羌族文化彼此相互影响，但
又共同遵守着地方秩序，如共同接受“慈悲智

慧”“贵义贱利”“敬业乐群”“以和为贵”等伦理

道德观念，又有“敬畏自然” “众生平等” “慈悲

博爱”的生态伦理观，在这些观念的长期交融过

程中形成了多文化共生与制衡的乡规民约，使
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成为人人遵守的自觉行为，
呈现为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例如松潘漳腊社区人口主要是汉族，但长期

生活在以藏族人口为主的地区，并与回族为邻。
该区域内无论汉族、回族、藏族，从小在一起玩耍、
一起上学，一个村落里共同参加各种不同的生产

生活及仪式活动，因此，社区内汉族会说藏语，藏
族人懂汉语，彼此之间成为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

的邻居朋友。 我们调研中了解到，在这个村落里，
一般邻居是回族的汉族人家不会养猪，也基本不

吃猪肉，以示对邻居的“清真”尊重。
松潘的羌族和汉族由于长期处在藏族文化

的氛围之中，经过长期与藏族人民的交往交流

交融，他们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
俗习惯、语言等方面深受藏文化影响。 汉族羌

族也会转藏族人敬拜的神山，参加当地藏传佛

教、苯教寺庙活动，更不用说都会参加一年一度

的黄龙寺庙会。 黄龙真人的传说、黄龙寺的前

寺、中寺、后寺，分别对应道教、汉传佛教和藏传

佛教，寺庙的供奉敬拜满足了当地不同民族的

宗教信仰需求。 虽然当地汉藏羌等不同民族崇

拜对象不同，崇拜方式有别，但其内在实质与精

神却是一致的，从而构成地域性的文化认同。
文化重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即各民族在

长期共居互嵌中彼此接纳、和谐相处的结果，也
是一个不会停止仍然进行着的过程。 既是一个

自觉自在的过程，也是引导建构的过程。 随着

现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特别是民族杂居地区的不同民族文化同质

性因素越来越多。
（二）中华文化伦理规范从观念到实践

中华教化礼治秩序的道德观念和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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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表里，广泛地呈现于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

符号中，虽然各地自然环境不同、山川隔绝，各
个民族语言及文化风俗相异，但在各自生活世

界都存在和延续着某些核心的思想观念和共享

文化符号，比如礼义廉耻、忠信孝悌、勤俭养德

等规矩，通常由家庭规矩和训诫体现出来，并在

日常生活中起到社会规范性作用。
家规家训是中华教化在生活世界的组成部

分，我们熟知的《颜氏家训》 《朱子家训》等，都
是与宗族的姓氏连在一起，背后是一个共同接

受的历史叙述和伦理道德秩序。 在云南大理白

族自治州不同姓氏的照壁题字，显示该姓氏祖

上某著名人物因品行嘉言符合中华教化的价值

理想和礼仪规范，以题字作为后代子孙乃至中

华民族传承的典范。［９］ 四川松潘县一个回族聚

居的村落里，集中张贴着每户的家规家训，如
“处世以谦让为贵，做人以诚信为本” “与人为

善，知书达理，勤俭节约，和睦共处” “见不义之

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

莫论人非”“有道才有德，无道便无德；有德才有

福，无德便无福”等，更有明确表达“赡养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我做起代代相传”，形
象地呈现出传统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被不同民族

接受并内化成同一价值体系的情况。 由此可

见，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不仅是国家力量的依

法赋予，更是自我自觉认同的培育，包括中华文

化的家庭浸润、社会教育和“生活实践”。
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在不

同时空中吸纳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以儒家的

“五常八德”为基础，把道佛二教和其他宗教凝聚

起来，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并深嵌在不同

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比如但凡对国家社

稷和民间社会有功者，都会受到官方或民间的祭

祀，从而发展出地方性信仰，既鼓励了人们谨遵

“修齐治平”的中华教化价值，同时也为民众信仰

提供了具体的崇拜对象，民众借助信仰活动参与

到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之中。 遍及全国不同

区域的城隍信仰和关公信仰以及大量地方性信

仰，是四川各地比较典型的川主信仰，唐代剑南节

度使李德裕驻守松潘时修建的筹边楼，从早期民

间七层楼的称呼逐渐演变为当地人敬奉对象的

“观音阁”，都是依循着相同的文化逻辑而形成的

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中华化逻辑。

大理白族凤翔村本主庙门楼两侧白墙上

“忠”“孝”两个大字，丽江木府门前石牌坊上的

“忠义” 赐匾，白族、羌族村寨里的 “泰山石敢

当”，傣族、景颇族、壮族和部分羌族家庭中堂上

供奉的“天地国亲师”牌位，无不令人感受到文

化共同体的真实性。 正如范丽珠等人对滇西南

不同族群生活世界的观察阐释结论“中华民族

作为命运共同体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其文化共

同性既非虚构也非论证出来的，而是基于生活

世界人伦日用之中的伦理价值、道德秩序及共

同的历史叙述和文化积淀……从文化意义上来

看，无论置身中原还是生活在西南一隅，内化于

中华民族广土众民心中的文化共同性既是历史

事实也是社会现实，从中产生的凝聚一体之意

识与共同理念结成牢固的精神纽带，是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动力。” ［９］

这种历史形成的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

“教化系统”嵌入日常生活，并随着当代各种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措施的推进，各地地方政府有

意识地引导和打造，如四川松潘以人们对“和
美、书香、安康”的追求，建成弘扬中华文化美德

“孝、善、和、诚、俭、美”为主题的和谐广场，绿道

沿途建有以“孝、善、和、诚、俭、美”为专题的路

碑铭牌等，更加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不同族群

民众对孔儒传统的中华文化内核的身份认同。
五、现实生活中多民族的交融互动

民族交往交流在日常生活具体实践中已经

内化成风俗习惯的一部分，村落社区中，在日常

生活中，逢年过节的礼物交换、婚丧嫁娶时的互

帮互助等是最为普遍和极具生命力的村民交往

模式。 正如当地村民所说，“大家都在一个村子

待着，不管什么民族，人情都是一样的，今天你

帮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帮你，这都是互相的”。
依赖互助而产生的人情循环，进一步促进村民

的内生团结，而村民之间的情感维系也在村落

共同体的互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一）从通婚交友看民族融合

通常人们认为通婚状况是民族交融的重要

表征，也会反映民族之间的互嵌程度。 现实生

活中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个主要考量指标

或衡量因素是跨族通婚以及多民族家庭数量。
我们为此专门在四川省松潘县开展过问卷调

研，松潘县的多民族家庭占 ６０％左右，而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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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涉双边的“团结家庭”，而是 ２ 个以上民族家

庭，有时一家之中成员分别来自当地四个主体

民族即回族、汉族、羌族和藏族。
“这种情况在松潘很普遍，我家就是一个典

型：我父亲是本地汉族，母亲是羌族，我老婆是

藏族。 我之前差一点和回族姑娘结婚。”①

“我们松潘县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非常普

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比如我是羌族，我
老公是汉族，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老公家

的弟媳是藏族。 我们村藏汉通婚的就有十几

户，羌汉通婚的也有十几户，回族和其他民族的

通婚情况相对少一些，但是也有汉族嫁给回族，
回族嫁给汉族的情况。”②

这是松潘在历史上多民族长期共居共业交

流融合的典型情况。 而受访者（其中藏族、回
族、羌族、汉族分别占比 ４３．３％、２２．４％１、１０．４％
和 １０．４％；男性 ５４．４％，女性 ４５．６％）中 ７０．２％的

人赞成族际通婚，只有 ３．５％不赞成，有 ２６．３％持

无所谓态度的，持否定或无所谓态度的多是回

族，因伊斯兰信仰问题对跨族通婚持迟疑态度。
整体上看松潘藏汉回羌四个主体民族之间的跨

族通婚会变得更加普遍。 “现在没人问你家媳

妇是哪个民族，都只是问你家媳妇是哪里的人。
都不问是什么民族。”③相反，无论是哪个民族，
都对基本人伦常情的“人品”和“情感”十分看

重，８９．５％的受访者认为“人品”是择偶的重要考

虑因素，同时 ７０．２％的人认为情感是择偶的重要

因素之一。 认为择偶过程中会考虑信仰和民族

身份 因 素 的 只 占 全 部 受 访 者 的 ３５． １％ 和

２９. ８％。④

“我们这边结婚找对象基本不会顾虑你是

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的，大家对于不同民族

通婚都能够接受。 结婚过日子还是要挑人品，
人品好了这日子才能过好，民族身份其实都是

次要的。”⑤

有关交友通婚促进民族融合团结的情况以

松潘县上磨村两个最大的汉姓人家———刘家和

肖家的婚姻交友关系最具有代表性。 刘家父母

辈都是汉族，是由漳腊迁居到上磨，生有 ５ 个儿

子，其中有三个儿子娶藏族女为妻。 刘姓大儿

子家有两个孙辈孙子，都有藏族名字，而且是按

照当地藏族习俗请寺庙喇嘛起的，平日里父母

都称呼他们藏名；同时这两个孙子也有汉名，按

照汉族习惯由爷爷起的。 平时在家里汉族丈夫

与藏族妻子之间、藏族妈妈和两个儿子之间交

流用藏语；爸爸与孩子交流用汉语夹杂藏语。
同村肖家有六个弟兄，其中三个弟兄娶了藏族

女性为妻，一个弟兄娶了汉族女为妻组成纯汉

族家庭。 这对汉族夫妻用为孩子“认干亲”的方

式与多位不同民族的人户结成拟亲关系，其中

一个女儿分别认有汉族、藏族和回族三个干

爹。［１９］通过拟亲之间的频繁走动建立与其他民

族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松潘这样的社会下，只要你是松潘本地

人，你就有几个不同民族朋友，不一定你只有某

个民族的朋友。 就拿我们从小读书来说，一个

班里藏族、羌族、回族、汉族都有啊，大家都是从

小相处到大的，没有着意分是哪个民族，玩在一

起的都看彼此兴趣爱好或脾性，没有谁在意你

是哪个民族。”①

通婚交友如此，日常共居共事中也基本不

会在意民族身份差异。 松潘县岷江乡岷江村是

一个历史自在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互

嵌共居村，一位从茂县远嫁到本村的羌族媳妇

被选为村干部。 在基层村寨社区的日常生活实

践中，民族身份及外乡本土的地缘区隔，已经不

再是影响村民关系重要因素，“我们不管他（她）
是哪个民族，只要人好，愿意为大家办事”。 而

“基层干部一般按能力和岗位匹配，不需要特别

考虑民族因素。”
不光民族地区村寨多民族通婚交友如此，我

们在都市里对少数民族通婚交友情况的调研发

现的情况也类似。 虽然都市里人口主要以汉族

为主，所以跨民族通婚的人口比例肯定无法用人

口占比来衡量，但是可以从通婚考量因素以及通

婚意愿的角度来衡量。 生活在都市里少数民族

从民族成分角度考量婚姻对象的比例更低，也更

接受“人品”“情感”因素的择偶标准。 在交友方

面，有学者对在成都的藏族流动人口社历新年也

会做会交往圈开展过调研统计数据：有 １０ 个朋友

及以下的占 ３４．３％，１０－２０ 个朋友的占 ２６．３％，２０－
３０ 个的占 １８．２％，３０ 个以上的占 ２１．２％。 在交往

的朋友中汉族的高达 ８２．３％，汉族朋友在 ５ 个及

以上的将近占一半，为 ４９．６％；有 ６－１０ 个汉族朋

友占 ２０．３％，１０－３０ 个的占 １８．６％，３０ 个以上的占

１１．５％。［２２］可见藏族流动人口在都市里建立起来



２０２３ ／ ０３　 总第 ８９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

十

四

卷

２１　　　

的社交关系，尤其是高达 ８２．３％的比例突破本民

族的交往圈子，与城市中的主体人群建立起社会

交往关系，不仅是其适应城市的表征，更是民族交

流融合的表征。
（二）从语言使用与饮食习俗上理解民族融合

“在松潘，随时可以看到在街边的长椅上，
坐着两个老太太或者两个老头，其中一个老头

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回族，因为他着白色帽子，
另一个穿着藏装，你若凑近了一听，结果两个人

在用藏语拉家常。”①

每天早晨，可以看到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

老人们在街心花园里相互打招呼，又各自走步

锻炼、舞剑或练习耍龙舞狮；累了坐在一起休息

寒暄。 傍晚也几乎是一样的场景，只是多了一

些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在街心花园玩耍盘桓，虽
然着装上看不出民族区别，但一会儿藏语、一会

儿汉语的笑闹声，都证明了实际生活中“我们哪

里分什么你是回族，我是藏族、他是汉族！”
松潘县龙安堂寺，本身就是一个分别被当

地藏族、汉族和羌族共同祭祀敬拜的寺院，寺里

守寺老人是附近村落的藏族，在与我们交流时，
针对我们一行 ７ 人分别为外地汉族、本地羌族、
本地藏族、外乡藏族的不同交流对象，自然自如

地在松潘本地藏语、草场藏语（安多话）、四川话

和国家通用语言之间切换。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

松潘古城里观音阁的守寺老人身上，不过观音

阁的守寺老人是松潘本地汉族，除了四川话、国
家通用语言之外，还能说着非常流利的本地藏

语和草地藏语。
多民族共居的普通村落社区，村民一般都

会藏汉双语，日常生活与生产中帮工互助很少

有语言上的障碍。 语言的相通打破了沟通的障

碍，使人们更易在思想、文化、情感等方面达成

共识，这一共识内涵着对情感归属与认知凝聚

力的提升。
在传统上“民族饮食”被视为是民族身份的

象征，不同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民族饮食”。 不过随着不同民族在日

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尤其是跨族通婚，“民族

饮食”则打破民族界限，进入到其他民族的生活

中，如糌粑在松潘当地不仅是藏族的传统饮食，
因其食用方便，营养健康，也成为当地回族、汉
族、羌族的日用早餐。 在藏汉为主共居的西山

村，村民说“我们这边每天早餐都会吃糌粑，喝
酥油茶的，在我们村，汉族和藏族之间没有什么

差别，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春节和藏历新年都

会庆祝的，像春节可能会大家一起烫火锅，藏历

新年也会做藏餐。”⑥

有回族邻居的藏族或汉族“也会过年时炸

些馓子、果果（黑糖和白面混合的油炸面制品），
这都是当时村里的回族教给我们的。”⑥具有回

族清真饮食风格的饮食习俗等除了回族“清真”
之外，没有特别的民族区分。 清真餐厅和以藏

族饮食风格为主的藏家乐，成为当地人聚会休

闲的主要场所。 生活在松潘古城里的蔡良秀说

“我是从茂县嫁过来的羌族，我老公是本地汉

族，生活中没有觉得有啥不一样。”
一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村落中藏族人家婚

礼的饮食准备由回族邻居操办的情况最为典

型。 因为回族饮食的“清真”所有参加婚礼的人

都可以接受。 生动地呈现出各民族基于日常生

活的交融与凝聚。
六、结语

历史上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各民族人群流

动迁徙，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的共生

关系。 在共居日常实践中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

通过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自发性活动，参与到不

同层次社会群体，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

参与、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交流与互动，建
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 而公

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促使实现

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塑造；而同时又

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

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合拍共振。 现实中跨族通婚

交友、语言的互通使用、体现在饮食日常的互动交

融，都促进各民族共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民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中，达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基础。 因此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互动交

融情形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部中国

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

历史” ［２３］生动注解，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根植于实践的，体现在日常生活的。
同时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的社会记忆、文化

信仰、情感认同和行为规范，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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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徐君在松潘县古道牧

风对张阳奎的访谈。
②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徐君对松潘县进安镇

中江村蔡良秀访谈。
③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２３ 日，蔡良秀一直陪同

调研组在进安镇古城内外社区调查。
④调研统计数据由调研组成员刘超凡整理。
⑤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徐君对松潘县岷江乡

岷江村妇女主任何长秀访谈。
⑥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调研组成员李萌杰在

松潘古城西山村对村民措姆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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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６．

［ １５ ］ ＭＡＲＩＮＵＣＣＩ Ｍ， ＭＡＵＮＤＥＲ Ｒ，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Ｋ，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０２１，７７（１）：６４－８５．

［１６］ＰＡＯＬＩＮＩ Ｓ，ＷＨＩＴＥ Ｆ Ａ，ＴＲＯＰＰ Ｌ 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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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２１，７７（１）：１１－３７．

［１７］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Ｊ］．北
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０４）：３－２１．

［１８］刘志扬，曾惠娟．四川松潘藏寨族群身

份变迁研究［ Ｊ］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３８（０３）：１６－２０＋３８．
［１９］刘碧云．“三代的亲戚，万代的族房”：四

川理县水塘羌人的亲属与社会关系［Ｄ］ ．中国台

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２００７：４０－４１．
［２０］王廷宇．卓克基嘉绒藏人的“家”与亲

属［Ｄ］ ．中国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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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叶静珠穆．藏区村寨年龄组织个案调

查———以松潘热务沟卡卡村为例［ Ｊ］ ．西藏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５（０２）：１１０－１１５．
［２２］窦存芳．成都武侯区民族街藏族流动

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 Ｊ］ ．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２
（０２）：１１－１５．

［２３］习近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Ｎ］ ．人
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２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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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ａｒ．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ｉｓ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ｆｒｕ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ｉｒｍ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